
心理科学进展  2021, Vol. 29, No. 2, 338–352    © 202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https://dx.doi.org/10.3724/SP.J.1042.2021.00338 

 

338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解释机制与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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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界定的是组织员工出于维护组织的利

益而做出的不道德行为。UPB 在组织中难以被识别, 却可能给组织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兼具亲组织性和

不道德性, UPB 的研究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 有必要明确 UPB 的来源与界定; 亦有必要借鉴“不道德

行为”的解释路径, 从理性决策和直觉判断两个解释机制对 UPB 前因研究取得的进展进行理论归纳梳理, 形

成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亲领导不道德行为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的细分研究, 中国本

土背景下企业所有制形式对 UPB 理论模型可能产生的调节作用, 以及角色压力对 UPB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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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层出不穷的商业丑闻引发社会的广

泛关注。富国银行为粉饰销售业绩私开顾客账户

(Conti-brown, 2017); 三菱集团承认在燃油测试数

据中作假(Riley, 2016); 汉普顿克里克采取误导性

宣传模式故意欺骗消费者(Zaleski, 2017)等事件引

发了学术界对企业道德问题的关注。在有关企业

道德问题的研究中, 组织内成员的不道德行为被

认为是更为本质的研究问题(Tenbrunsel, 1998)。值

得注意的是, 以往的研究对组织内不道德行为的

定义相对宽泛, 仅强调行为的不道德性, 即该行

为是与社会广泛接受的道德行为标准相违背的

(Kishgephart et al., 2010; Treviño et al., 2006), 而

很少在动机层面对不道德行为进行概念细分。然

而上述事例表明, 在利己动机之外, 员工还有可

能出于维护组织而非自我利益的动机实行不道德

行为。类似的行为包括：为企业掩饰公开平台上

的不利信息; 向公众夸大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功效; 

协助企业财务造假等(Umphress et al., 2010)。此类

兼具不道德性和亲组织性的行为与以往研究中关

注的不道德行为有显著差别 , 很难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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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phress & Bingham, 2011)。因此, 为了更好地

理解此类“非常规动机”的不道德行为, Umphress

和 Bingham (2011)提出“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概

念, 以研究员工出于维护组织利益而实施不道德

行为的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出

发点是维护组织利益, 但其本质上仍是不道德的, 

将对组织产生负面影响(Liang et al., 2019)。例如, 

从社会学习角度看, 部分个体的不道德行为将通

过同伴影响扩散至其他组织成员, 进而破坏组织

整体的道德氛围 (O’Fallon & Butterfield, 2012); 

从有限道德角度看, 买方企业的不道德行为会影

响卖方企业对其的信任程度 , 不利于合作达成

(Hill et al., 2009); 从企业社会形象看, 不道德行

为的败露会造成企业社会形象的滑坡(Bullard & 

Resnik, 1983), 也会最终造成个体的职业危机 , 

甚至带来法律风险(Liu et al., 2019)。因此, 在丰富

理论内涵的贡献之外, 研究亲组织不道德行为还

将为组织管理实践中的行为控制提出建议。 

本文将通过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 实现以下

三个研究目标：第一, 分析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

基本概念及理论框架; 第二, 以不同的理论视角

综述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研究成果; 第三, 依据

当前的研究现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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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概念的来源与界定 

1.1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概念的来源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概念最初源于管理实践

中的现象观察。学者发现, 员工很可能会为了帮

助自己的组织而在工作场所实施有害的行为, 进

而在组织不道德行为研究中, 利组织动机的研究

视角逐渐萌芽(Pinto et al., 2008; Vardi & Wiener, 

1996)。例如, Vardi 和 Winener (1996)依据行为意

图的不同将组织不当行为分为三种形式, 其中就

包括旨在使整个组织受益的不当行为。他们在研

究中发现, 旨在使整个组织受益的不当行为普遍

存在 , 且可能对组织造成负面影响 ; Pinto 等人

(2008)在研究组织中的腐败时将行为受益者作为

类型划分维度之一, 认为旨在使组织受益的腐败

行为是组织腐败的重要构成部分, 并认为该维度

的差异将引发同一组织对腐败行为的不同态度。

综合上述研究成果, Umphress 和 Bingham (2011)

提出了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概念, 认为从不道德

行为的动机角度理解具有亲组织性质的不道德行

为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需求。 

1.2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概念的界定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被定义为旨在促进组织整

体或成员(如领导者)的有效运作而违反社会核心

价值、法律法规、公序良俗或道德标准的行为

(Umphress & Bingham, 2011)。由此可见, 亲组织

不道德行为包括动机亲组织性和行为不道德性两

个关键构成要素, 二者缺一不可。 

首先, 行为的亲组织性指向的是不道德行为

的动机, 而非结果。因此, 员工以自利动机驱动的

不道德行为, 即使客观上为组织带来了有益结果, 

也不能被纳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概念中。例如, 

财务人员为了掩盖自己的工作失误而篡改报表 , 

虽然该行为可能会起到美化组织经营状况的效果, 

但该行为的出发点是财务人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因而此类行为不能满足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概念中

的亲组织动机要求。相反地, 员工以利组织的动

机实行的不道德行为, 即使可能最终没有给组织

带来实际利益, 甚至可能产生了损害, 也应该属

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概念范围。例如, 员工可

能会出于维护企业形象的目的向客户虚假陈述产

品的相关信息, 此行为一旦败露将严重影响企业

声誉, 但由于该行为的动机是亲组织的, 因此无 

论后果如何, 此类行为仍属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的范畴。 

其次, 行为道德性质的判断标准是更加绝对

的社会普遍标准, 包括法律、正义及社会普遍认

可的道德要求等(Donaldson & Dunfee, 1994), 而

非相对的组织道德标准。在以往研究中, 组织不

道德行为有多种表现方式, 包括 Vardi 和 Weitz 

(2003)着重研究的工作场所不端行为(misbehavior); 

Tyler 和 Blader (2005) 讨 论 的 犯 规 行 为 (rule 

breaking); Ashforth 和 Anand (2003)关注的腐败行

为(corruption)等。Kaptein (2008)总结道, 对他人

基本利益产生威胁是不道德行为的一个显著特

征。也就是说, 并非所有的不当行为都是不道德

的, 若未对他人利益产生威胁, 即使行为本身不

当, 也不属于不道德行为的范畴(Velazquez, 2002)。

同时, 不道德行为不仅限于违反官方和明确的标

准 , 还包括违反非正式和隐含的规范 (Kaptein, 

2008), 非正式和隐含规范的判定标准应是社会大

多数的道德判断(Kishgephart et al., 2010; Vardi & 

Weitz, 2003)。 

另外, 实施不道德行为必须是自发的, 即行

为人在实施行为前必须意识到该行为违背了普遍

道德标准 , 由此可将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与“无心

之失”进行区分。例如, 若销售员在预先不知道产

品具有致命缺陷的情况下向客户大力推销产品的

行为, 并不在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概念范围内。 

2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理论模型的研究
进展 

Rest (1986)的四阶段道德决策模型指导了大

部分行为道德的研究(Kishgephart et al., 2010)。根

据此模型, 个体在做出道德或不道德行为决定时

会经历：识别问题的道德性质、做出道德判断、

确立道德意图、参与道德行为的四个阶段(Ashforth 

& Anand, 2003; Rest, 1986)。四阶段道德决策模型

指导下的不道德行为研究强调行为人在每一阶段

的理性参与, 认为个体的道德决策是经由受控的

认知处理过程做出的(如, Chang, 1998)。在亲组织

不道德行为的研究中, 部分学者也从一般化的不

道德行为形成机制入手, 将个体参与亲组织不道

德行为解释为理性决策的结果, 认为个体的理性

意识充分参与了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决策过程 , 

而行为本身“亲组织”的特性则加强了个体理性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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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动力, 成为了个体自我说服的理由(Chen et al., 

2016; Umphress et al., 2010)。考虑到理性意识的

参与是该解释视角的关键, 因而本文将此种路径

归纳为“理性决策”视角。 

和理性决策的观点不同, 有学者提出了不道

德行为的另一解释路径。研究证实, 不道德行为

的决策可能是在个体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做出的, 

个体对道德决策的反馈是自动的, 缺乏理性意识

的参与(Chartrand & Bargh, 2002; Haidt, 2001)。在

该视角下开展的研究将亲组织不道德行为解释为

个体下意识的决定, 强调稳定的变量在这一无意

识参与的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如 , Castille et al., 

2018)。因此, 本文将此种解释路径归纳为“直觉判

断”视角。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形成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2.1    理 性 决 策 的 视 角 ： 道 德 推 脱 (moral 
disengagement)/道德脱钩(moral decoupling)
的中介作用 

Umphress 和 Bingham (2011)最先从道德决策

的过程入手研究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形成机制。

他们认为, 道德判断是个体经过理性决策之后做

出的,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所具有的“亲组织性”弱

化了其“不道德性”, 限制了道德标准对个体道德

判断的约束, 以此影响组织成员的道德决策。社

会认知理论认为, 个体的道德决策是由其认知机

制进行道德判断后做出的(Bandura, 1991)。同时, 

个体的道德认知机制不是一成不变的, 可能受到

许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Bandura, 1986)。基于个体

的道德选择是一个理性决策的假设, 个体最终做

出的道德决策在其自身的道德认知下, 均是符合

道德标准的; 或者与行为可能带来的积极后果相

比, 事件本身的不道德性已经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Bandura, 1999)。在道德决策中, 不同的影响因素

可能会降低个体原有的道德标准, 为个体实施不

道德行为提供看似“道德”的借口, 或是弱化了个

体的道德敏感程度, 这个过程被定义为道德推脱

(Bandura, 1999)。此后, 道德推脱对组织内不道德

行为的重要作用也被证实 (Kishgephart et al., 

2010)。例如, Detert 等人(2008)通过三轮调查证实

了道德推脱和不道德决策正相关, 并验证了道德

推脱在个体差异和不道德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 

程垦和林英晖(2019)也通过理论梳理认为 , 道德

推脱是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近端影响因素, 通过

道德推脱, 个体会更加心安理得地做出亲组织不

道德行为。进一步地, 除了道德推脱之外, 其他的

道德归因机制, 如道德脱钩, 也被证实会影响亲

组织不道德行为。Fehr 等人(2019)证实了道德脱

钩在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并认为与

道德推脱不同, 道德脱钩并不要求个体对不道德

行为进行合理化解释, 而只需要个体选择性地强

调“亲组织”的行为动机即可, 是个体对亲组织不

道德行为合理化的另一途径。 

从理性决策的解释视角出发, 亲组织不道德 

 

 
 

图 1  UPB 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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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前因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文将“理性

决策”和“直觉判断”进行区分的依据在于决策过

程是否有意识参与, 只要前因要素影响亲组织不

道德行为的决策过程是有意识参与的, 那么就应

该归类于“理性决策”视角下。如前述, 道德推脱/

道德脱钩在理性决策模型中发挥中介效应, 也就

是说, 前因变量先影响道德推脱/道德脱钩, 进而

影响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所以, 理性决策模型下

的前因变量探究, 应聚焦可能影响道德推脱/道德

脱钩的因素。 

研究证实, 组织个体有意识地理性决策将受

到 “ 个 体 与 社 会 的 心 理 关 系 ” (psych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rganization)影响, 这一关系可以从“社会认同”和

“社会交换”两个视角进行分析(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7)。社会认同与社会交换作为逻辑上并

列的解释理论, 在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解释机制

上存在显著区别。在社会认同理论下, 个人对组

织/领导/团队有高度的认同, 基于认同的需要, 个

体想要为组织“付出”、“牺牲”, 所以会做出道德推

脱/道德脱钩行为, 进而引发后续的亲组织不道德

行为; 在社会交换理论下, 组织/领导/团队对个人

做出积极的交换行为, 个人基于“互惠关系”、“回

报积极交换”的需要做出道德推脱/道德脱钩行为, 

进而引发后续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由此可知 , 

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个体对组织的认同, 这样的关

系可以是单向的; 而社会交换理论则强调个体与

组织之间的互惠 , 必然存在双向的积极交换行

为。在其他组织行为的研究中, 社会认同和社会

交换也被认为是存在差异的解释理论, 应分别进

行理论的解释和模型的构建(如, Jones, 2010)。因

此 , 基于“社会认同”做出的道德推脱 /道德脱钩 , 

和基于“社会交换”做出的道德推脱/道德脱钩, 是

理性决策视角下进行前因变量综述的两大方面。 

2.1.1  基于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做出的道德

推脱/道德脱钩  

Tajfel 和 Turner (1986)提出了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与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之间的区别。

他们认为, 在个人情境下, 个体的行为主要受个

体人格要素控制; 而在群体情境下, 个体的行为

则更多地会受到基于群体类别的要素影响。由此

得到的社会认同理论认为 , 通过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 个 体 会 对 所 处 群 体 产 生 认 同

(identification, Brown, 2000)。而个体对于群体的

认同是个体实施群体行为的基础, 个体在自我归

类 (self-categorization)后将群体特征视作自我特

征, 从而表现出偏向内群体的行为。同时, 个体会

通过各种组织行为获得或维持自身的社会认同 , 

以获得积极的自我激励与自我评价, 满足他们与

社会的积极联系和成员资格 (Abrams & Hogg, 

1988; Hogg et al., 1995)。在追求积极自我评价的

需要, 和实现自尊需求的驱使下, 个体的道德认

知机制可能会受到影响。当个体面临提高社会认

同需要, 或是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 可能会做出

道德推脱/道德脱钩行为, 即无视自身原有的道德

标准, 认为自己将要做出的有利于组织的不道德

行 为 实 际 上 是 道 德 的 , 是 为 了 组 织 的 利 益

(Jachimowicz et al., 2018; Johnson & Umphress, 

2019; Umphress et al., 2010)。由此可知, 个体的社

会认同可能产生道德推脱/道德脱钩, 进而可能促

使个体参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 这一过程符合

Rest (1986)经典的理性道德决策框架下的四个经

典基本步骤(O’Fallon & Butterfield, 2005)。在组织

中, 社会认同视角下的道德推脱/道德脱钩主要来

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为了获得组织认同, 或增强

组织认同的水平; 二是为了对抗社会认同可能受

到的威胁。 

(1)获得社会认同的需要：组织认同 

组织认同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认同形式

(Ashforth & Mael, 1989), 被证实会为组织带来有

利影响 , 如员工更低的离职倾向(Cole & Bruch, 

2006)和更高的工作绩效(Ashforth et al., 2008)。然

而, 过度的组织认同也被证实会诱发个体的不道

德行为(Ashforth & Anand, 2003; Michel & Jehn, 

2003)。 

Chen 等人(2016)基于在连锁企业实施内部竞

赛的实验证实了组织认同将正向影响亲组织不道

德行为; 此外 , 还通过量表测量的形式 , 验证了

道德推脱在组织认同和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之间的

中介效应以及组织间竞争的调节作用。Umphress

等人(2010)也证实 , 拥有强大的组织认同的个人

更有可能参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因为组织认同

提供了参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动力。 

基于“组织”这一概念具体指代对象的差异 , 

实践中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分化出“亲领导不道

德行为” (Unethical Pro-leader Behavior / Unethical 



342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9 卷 

 

 

Pro-supervisor Behavior, UPLB/UPSB) (Johnson & 

Umphress, 2019; Mesdaghinia et al., 2019)和“亲团

队不道德行为 ” (Unethical Pro-group Behavior, 

UPGB) (Thau et al., 2015)两个亚型, 表示旨在使

领导受益做出的不道德行为, 和旨在使团队受益

做出的不道德行为。在这两项亚型中, 组织认同

亦被证实将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例如, 在亲领导不道德行为的研究中, 聚焦组织

层面的组织认同和关注个人的领导认同(supervisor 

identification)都被证实显著正向影响了亲领导不

道德行为, 且领导认同和亲领导不道德行为之间

的关系受到道德认同(moral identity)的调节(Johnson 

& Umphress, 2019)。 

Matherne 和 Litchfield (2012)将亲组织不道德

行为的前因研究扩展到个体的情感依恋领域, 证

实员工的情感承诺(affective commitment)与亲组

织不道德行为有显著的关系, 受到道德认同的调

节。作者指出, 虽然情感承诺通常被视为组织环

境中的积极事件(Riketta, 2005), 但是研究结果证

实了情感承诺潜在的负面影响, 这有利于促进企

业管理实践对情感承诺的全面理解。Ebrahimi 和

Yurtkoru (2017)则从道德脱离机制的角度进一步

证实了员工情感承诺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积极

影响, 同时还突出了道德领导的作用, 认为道德

领导会正向调节员工情感承诺与亲组织不道德行

为的关系。 

总之, 高度的组织认同使个体具有强烈的为组

织牺牲和保护组织的信念(Ashforth & Mael, 1989)。

在组织利益受到威胁时, 拥有高度组织认同的员

工可能会出于保护组织的强烈意愿而违背道德标

准, 实行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在道德决策的过程

中 , 高度的组织认同使不道德行为看似十分“道

德”, 从而成为行为人得以实现道德推脱的借口。 

(2)对抗社会认同受到的威胁：热情间隔与驱

逐风险 

在社会认同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影响机制

中, 除了个体积极维持或提高组织认同引发不道

德行为的路径外, 还应考虑个体在社会认同受到

威胁时, 其防御或恢复认同的需要也可能导致不

道德行为。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 个体对不同社会组织的

认同是个人自我价值的重要构成 (Dutton et al., 

1994; Tajfel & Turner, 1986)。个体通过社会认同获

得自我价值, 因而对可能威胁社会认同的因素特

别敏感(Crocker & Wolfe, 2001), 由此, 社会认同

威胁也将对员工的自我认同带来负面影响(Dutton 

et al., 2010)。当个体认为自身的社会认同受到威

胁时 , 会选择改变自身行为的方式进行应对

(Schmitt & Branscombe, 2001), 即通过增加自身

对组织的贡献来提高个体在组织中所处的地位

(Cheryan & Monin, 2005)。由此可以推断, 在社会

认同的威胁下, 员工出于贡献组织的考虑, 可能

突破道德约束, 以参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方式

对抗威胁。 

在探究认同威胁的产生时, Jachimowicz 等人

(2018)提出, 热情间隔(passion gap)是自我威胁的

根源。热情间隔被定义为组织期望员工所具有的

工作热情水平和员工实际工作热情水平的差异

(Jachimowicz et al., 2018)。现今, 组织非常强调员

工的工作热情, 而员工的热情水平通常无法达到

组织的期望 , 热情间隔普遍存在 (Jachimowicz 

et al., 2018)。然而, 没有足够的工作热情可能会使

员工认为自己与组织的要求存在差距, 从而感到

组织认同的威胁(Sivanathan & Pettit, 2010), 进而

引发员工的不道德行为。同时, 过往的研究表明, 

观察者对他人的热情程度可以做出较为清晰且快

速的判断(Cardon et al., 2009), 因而经历热情间隔

的组织成员会担忧自身热情缺乏的状况被组织 /

领导/团队清晰掌握, 从而加剧其感知到的认同威

胁。据此, 研究证实, 由热情间隔引起的认同威胁

可能会导致员工从事对抗威胁的行为, 其中的一

种方式就是实施亲组织不道德行为(Jachimowicz 

et al., 2018)。 

认同威胁除了可能来自个体的热情间隔外 , 

个体感知到的驱逐风险也是威胁产生的重要因

素。基于社会认同理论, 团队内成员具有基本的

融入团队的需要(Baumeister & Leary, 1995), 而团

队成员对团队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融入

团队的程度(Hirshleifer & Rasmusen, 1989)。研究

表明, 当团队其他成员意识到某些成员对团队目

标的贡献不足时, 缺乏贡献的成员就会面临被排

斥的风险 , 从而引发认同威胁 (Robinson et al., 

2013)。为了应对认同威胁, 当个体感知到团队的

驱逐风险时, 会选择各种策略加强自身对组织的

贡献 , 以提高自身的团队融入水平 (Allen & 

Badcock, 2003)。从决策过程看, 个体首先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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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团队的驱逐风险, 进而引发认同威胁, 为了

应对威胁, 个体可能突破道德规则, 通过不道德

的行为加强自身的贡献。基于此, 在团队层面研

究员工的亲团队不道德行为时, Thau 等人(2015)

证实, 团队成员感知到的来自团队的驱逐风险将

刺激其参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尤其是在团队成

员有较强融入团队的需要时。该研究证实了团队

成员的道德决策与其感知到的驱逐风险有紧密的

联系, 丰富了由认同威胁带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的解释机制。 

2.1.2  基于社会交换(social exchange)做出的道

德推脱/道德脱钩 

除了社会认同理论之外, 从社会交换理论理

解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也获得了丰富成果(如, 罗帆, 

徐瑞华, 2017; Jia et al., 2014; Umphress & Bingham, 

2011)。研究认为, 个体的组织行为实质上是以互

惠法则为前提的交换行为(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个体在回应组织的积极交换时, 更倾向于

将行为焦点放在参与行为的责任以及行为对组织

可能带来的有益后果上, 进而可能忽视行为本身

的道德属性及其可能带来的道德影响(Kelman & 

Hamilton, 1989)。因此, 当个体面临兼具亲组织性

和不道德性的行为选择时, 积极的社会交换责任

使个体将行为风险与自身责任分离, 从而降低对

自身责任的感知, 最终做出不道德的行为选择。

在已有的研究中,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理解亲组织

不道德行为的研究主要聚焦组织对员工做出的具

体交换行为上, 包括建立高诱导的员工组织关系

和实行高承诺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两个具体表现。 

(1) 高 诱 导 的 员 工 − 组 织 关 系 (employee-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s) 

Wang 等人(2018)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证实了

高诱导的员工组织关系(相互投资和过度投资的

员工组织关系)和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正相关, 

且相互投资的员工组织关系和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受到个体道德认同的反向调节; 然而过度投资的

员工组织关系和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之间没有

如假设预期的那样受到社会交换的调节, 作者推

测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员工更倾向于

接受基于互惠的交换(reciprocity-based exchanges), 

而非基于规则的交换(rule-based exchanges)。类似

地, Umphress和 Bingham (2011)的研究亦证实, 组

织与员工之间积极互惠的信念可能会导致亲组织

不道德行为, 这个过程是以社会交换为中介实现

的。总之, 上述研究均强调, 在社会交换的视角下, 

员工−组织关系对组织中个体的行为将产生重要

影响, 尤其在对这一关系过度投资的情况下, 将

不当刺激员工实行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2)高承诺人力资源管理实践(high-commitment 

human resources practices) 

罗帆和徐瑞华(2017)证实 , 高承诺的人力资

源管理实践正向刺激了员工参与亲组织不道德行

为, 这个过程以组织支持感为中介, 受到道德认

同的负向调节。研究证实, 在组织内部实行高承

诺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如给予员工充分的成长

空间和工作自由度, 将有利于提高员工与组织之

间的互相信任, 从而激发员工对组织的积极行为

反馈(Farndale et al., 2011)。这一心理机制会继续

转化为具体的利组织行为及工作产出, 如追求更

高的生产效率和更高的绩效(McClean & Collins, 

2011)。因此,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 高承诺的人力

资源管理实践可视为组织对员工的积极交换行为, 

员工会自发地通过亲组织行为回报组织(罗帆, 徐

瑞华, 2017)。然而, 当个体感知自身的能力无法有

效回报组织的积极交换时, 其道德认知机制将可

能面临失调的压力。员工在压力驱使下有可能突

破道德约束, 运用不道德的手段为组织利益做出

贡献, 得以平衡交换关系,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即

为其常见的选择之一(罗帆, 徐瑞华, 2017)。 

2.2  直觉判断视角 

“道德判断是经过理性推理得出的”这一论断

是从理性决策视角解释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前

提。传统的认知心理学家认为, 道德判断是一个

理性的推理过程, 即使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步骤是

无意识操作的, 但其中的关键步骤一定包括了意

识参与(徐平, 迟毓凯, 2007)。然而, 道德判断的

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对此提出

质疑, 认为道德判断源自个体下意识的直觉, 理

性推理只是道德判断完成之后的心理加工过程 , 

而非产生道德判断的过程, 道德判断是由道德直

觉产生的(Haidt, 2001)。由此, 在构建亲组织不道

德行为影响因素模型时, 理性决策视角关注可能

对有意识参与的推理过程产生影响的变量, 而基

于社会直觉模型提出的直觉判断视角则关注可能

对下意识的判断过程产生影响的变量。从理性决

策的过程考察, 有意识的推理过程受到个体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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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关系的深刻影响 (Rousseau & Parks, 1993), 

因而理性决策视角聚焦社会认同和社会交换理论

下的态度变量(attitudinal variables) (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7)。而从直觉判断的过程考察, 认知心理

学的实验证实负责情绪处理的脑区在直觉判断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Greene et al, 2001; Moll et al., 

2002; Moll et al., 2001), 而个体的秉性因素

(dispositional factors)和环境变量(situational variables)

是影响个体情绪处理的关键要素(Tan et al., 2003)。

因而, 个体在下意识作出道判断时, 因为缺乏理

性决策的过程, 态度变量缺乏作用空间, 而相对

稳定的人格特质和来自环境的影响在无意识参与

的判断中仍能发挥作用 , 影响个体的下意识行

为。然而, 当前对亲组织不德行为的影响因素研

究大多从理性决策视角出发, 主要聚焦态度变量

的影响, 将个体秉性因素和环境变量仅作为调节

变量考虑(Castille et al., 2018)。所以, 当引入直觉

判断视角后, 个体秉性变量和环境变量将被作为

前因变量进行解释, 由此拓展了亲组织不道德行

为影响因素的范围。 

2.2.1  工作压力 

过往的研究已证实来自工作中的压力会对组

织中个体的道德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如 , Boyd, 

1997; Selart & Johansen, 2011)。工作中的压力被

认为是影响个体情绪的重要因素(Lazarus, 1995, 

1999; Spector & Fox, 2005), 由工作压力引起的负

面情绪将在直觉判断机制中促使个体做出下意识

的应对行为, 而这样的行为经常是不道德的。例

如, 在美国的一项调查中, 48%的受访员工表示会

通过参与不道德的或非法的活动来应对工作的压

力(Mcshulskis, 1997)。Boyed (1997)也证实, 工作

中的压力会使决策者在质量控制方面走捷径, 可

能出现掩盖工作中的错误、欺骗客户等不道德行

为。由此可以推断, 为了应对工作中的压力, 个体

更容易在情绪的影响下无意识地做出不道德的行

为决策,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亦包括其中。 

(1) 来 自 组 织 的 压 力 ： 高 绩 效 要 求 (high 

performance expectation) 

随着市场竞争强度的加剧, 企业为了自身发

展不可避免地会对员工提出高于正常水平的绩效

要求(Locke & Latham, 2002)。然而组织提出的高

绩效要求与员工所拥有资源的不匹配使得绩效要

求成为了组织内员工最为主要的压力来源(赵君 

等, 2011)。陈默和梁建(2017)经过实证分析发现, 

在面临高绩效要求时, 员工参与亲组织不道德行

为的意愿存在显著增强的趋势, 这一过程以道德

推脱为中介 , 受到员工感知市场竞争的正向调

节。由此可见, 员工在面临高绩效压力时, 为了满

足自身的社会融入需求和自我激励需要, 必然将

采用超常规的方式去化解由过高绩效要求带来的

压力, 因而在面临行为选择时, 也更容易下意识

地选择违背道德的行为方式。例如大众汽车的“尾

气门事件”, 就是企业内部员工在面临有限的设

计预算难以满足现行较高环保标准这一绩效压力

下对道德标准的突破(Levin, 2015), 这充分证实

了过高的绩效要求对企业长期发展和市场良性竞

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2)来自上级的压力：领导底线思维 (leader 

bottom-line mentality) 

在组织内部, 领导底线思维被证实将对组织

员工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具体体现在领导底线

思维会促进员工的亲领导不道德行为, 以及在亲

组织不道德行为的中介下, 领导底线思维还会对

员工的离职倾向产生正向影响(Mesdaghinia et al., 

2019)。研究证实, 人们会时常关注自身底线要求

的实现情况(Wolfe, 1998), 而拥有较高底线思维

水平的领导者将更重视他们在竞争环境中的个人

成功。在此类领导者看来, 底线要求的实现是他

们追求自我实现的重要目标(Bonner et al., 2017)。

进一步地, 底线思维水平较高的领导者可能会将

自身的底线要求置于超越道德约束标准的重要地

位(Greenbaum et al., 2012)。即高底线思维的领导

者为了完成底线目标, 可能会从事突破道德约束

的行为。此外, 通过分明的奖罚措施, 高底线思维

的领导者在无形中会推动下属做任何需要的事情

来帮助 自身 底线要 求的 实现 (Callahan, 2007; 

Greenbaum et al., 2012)。下属在上级底线目标实

现的压力下, 必然会下意识地强化实现底线要求

的愿望, 进而做出突破常规的选择, 亲领导不道

德行为即是可能的后果之一(Zhang et al., 2020)。 

2.2.2  个体秉性 

如前述, 直觉判断视角强调道德决策的无意

识。在无意识的道德决策中, 能够影响个体决策

的 因 素 通 常 具 有 稳 定 性 的 特 征 (Haidt, 2001; 

Reynolds, 2006)。也就是说, 因为直觉判断视角下

的道德决策缺乏意识的参与, 所以在理性决策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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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中以意识参与为前提提出的, 描述个体与社会

交换关系的前因变量也就缺乏作用空间。由此 , 

关注个体自身的, 描述个体稳定人格特质的秉性

变量, 应作为直觉判断视角下影响亲组织不道德

行为的重要因素。而在众多秉性变量中, 可能驱

动个体突破内在道德约束的变量被着重关注。例

如描述高功利主义道德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描

述下意识追求更高组织地位的心理权力, 以及强

调遵从义务的个体传统性, 都被证实将在下意识

的直觉判断中刺激个体突破道德约束实施亲组织

不道德行为。 

(1)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 

马基雅维利主义是刺激个体下意识突破内在

道德约束的动力来源之一, 研究证实, 马基雅维

利 主 义 者 更 有 可 能 实 行 亲 组 织 不 道 德 行 为

(Castille et al., 2018)。从概念内涵上看, 马基雅维

利主义是一种由四项稳定且高度相关的特征所定

义的人格特质：无视道德标准(amoral manipulation); 

不信任他人(distrust of others); 控制欲(desire for 

control); 渴望成功地位(desire for status) (Dahling 

et al., 2009; Wu & Lebreton, 2011)。由此, 首先, 马

基雅维利主义者在道德行为中被证实会表现出很

强的经济机会主义 (economic opportunism)倾向

(Sakalaki et al., 2007)。其次, 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的功利主义道德感, 即利用结果证明手段的合理

性, 会使其倾向于做任何事, 以满足自己的自私

目标(Castille et al., 2018)。这一功利主义道德感的

作用是稳定的, 是不依赖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而

直接作用于下意识决策的人格特质, 因而马基雅

维利主义者在面临道德决策时, 其稳定的功利主

义道德感会使其下意识地做出经济上合理的, 符

合自身利益的回应, 即使该回应行为是不道德的

(Gustafson, 2000)。 

(2)心理权力(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作用机制类似, 心理权

力也作用于个体下意识道德判断过程中, 刺激个

体突破道德约束, 做出不道德的行为选择。从概

念内涵上看 , 心理权力是个体的一种稳定特质 , 

表现为个体理所应当地认为自己应该获得的更多, 

损失的更少, 即使这个要求与其实际的能力和贡

献是不相称的(Campbell et al., 2004)。Lee 等人

(2019)证实 , 心理权力高的个体将更有可能实行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因为心理权力高的个体下意

识地追求和关注自己在组织中的地位和来自他人

的认可(Rose & Anastasio, 2014), 而为组织谋取利

益的目标和个体提高组织地位的需要经常性地产

生重合(Bishop & Lane, 2002; Lee et al., 2019)。因

此, 心理权力高的人在道德判断中当然地倾向于

选择有利于获得更高组织地位的行为, 进而在直

觉判断中下意识地将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作为一种

捷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对于这些员工而言, 亲

组织不道德行为是他们维持和保护自身放大的自

我概念的防御机制(Lee et al., 2019)。褚福磊和王

蕊(2019)也证实 , 心理权力将在资质过剩感与亲

组织不道德行为中起到中介作用, 对自身能力高

度自信的员工将产生强烈的心理权力需要, 从而

更容易实行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3)个体传统性(traditionality) 

特殊文化的背景将赋予个体稳定的价值观特

质, 从这一角度考察, 个体传统性也将在下意识

的道德决策中产生刺激个体突破道德约束的作

用。在以中国为研究背景的组织行为研究中, 个

体的传统性被认为是约束中国人的重要价值观变

量 , 对个体的组织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如 , Farh 

et al., 2007; J. Liu et al., 2013; J. Liu et al., 2010; 

Spreitzer et al., 2005)。个体的传统性特征常表现

为屈从权威、孝道及信仰祖先等。研究证实, 个

体传统性在员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机制研究中存

在正向的调节作用, 高传统性的员工更遵从传统

角色, 将满足领导期望视为自身义务, 更有可能

实施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而低传统性的员工则将

上下级关系视为平等交换, 在与领导交往中更多

地应用平等原则 , 与组织的义务联结相对较弱 , 

缺乏突破自身道德约束实施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

内在驱动力(邵康华 , 廖纮亿 , 2019; 张永军  等 , 

2017; Farh et al., 2007)。 

3  总结与展望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两个解释视角：理性决

策视角和直觉判断视角都具有各自的理论焦点 , 

为解释亲组织不道德行为贡献了丰富的研究成

果。随着研究的深入, 未来的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研究还将有更为丰富的方向与命题。从概念层面

看,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这一较为笼统的概念已

不能完全适应实践中出现的“亲领导不道德行为”

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两大亚型的研究需要,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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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来在概念细分上需要进一步完善。从本土化

研究层面看, 当前已有研究关注到亲组织不道德

行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特殊表现 , 聚焦“个体

传统性”开展本土化研究。然而, 中国特殊的文化

背景不仅仅体现在个体价值观上, 而可以将视野

拓展到更广阔和更一般化的组织文化层面进行思

考, 从企业所有制性质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

类型化标准入手, 关注不同组织文化对亲组织不

道德行为的影响, 这将更全面地体现中国文化背

景在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研究中的特殊性。此外 , 

从前文梳理可知, 现有研究多从理性决策视角展

开, 对直觉判断视角的关注仍是不够的, 因此未

来亦应加强直觉判断视角下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

研究, 挖掘直觉判断视角下更丰富的前因变量。 

3.1  概念细分 

现有文献中对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概念本身

的细分仍较为模糊。已有研究将亲领导不道德行

为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作为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

表现形式进行研究 , 在管理实践中也存在亲“领

导”和亲“团队”的表现。由此, 笼统地采用“亲组织

不道德行为”的理论概念已无法适应理论研究的

发展, 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概

念层次, 研究员工出于不同的主体获益动机而实

行的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差异。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之所以会在笼统的“亲组

织”动机之外分化出“亲领导”和“亲团队”的亚型, 

是因为员工可能将“领导”或“团队”视为“组织”的

“代理人”, 认为亲“领导”或“团队”就是亲“组织”。

例如, 有关员工与组织关系的研究认为, 员工可

能会将领导视为组织的代理人(Eisenberger et al., 

2010), 将自身与领导的关系概括性地视为与组织

的关系(Eisenberger et al., 2002)。对于具有强烈“领

导组织化身” (supervisor’s organizational embodiment)

感知的组织个体而言, 出于“领导利益”实施的“亲

领导不道德行为”亦满足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定

义。由此, 基于组织个体对“组织”代理人的认知差

异, 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包含“亲领导不道德行为”

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两种特殊形式。 

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该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的概念进行进一步具体细分, 因为忽略行为的受

益主体意图的差异会模糊领导层面和团队层面变

量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例如, 团队层面的驱

逐风险(the sake of group)强调组织内部工作团队

的融入需要, 是在团队层面提出的重要变量, 对

亲团队不道德行为有重要影响(Thau et al., 2015), 

而对组织整体层面的不道德行为是否仍存在显著

影响尚未被证实, 应继续进行深入的验证。再例

如, 亲领导不道德行为强调行为人本身独立于动

机的获益主体之外。个体与领导是相互独立的行

为个体 , 亲领导不道德行为更能排除行为者“自

利动机”的可能影响 , 也更能聚焦个体与领导的

关系要素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 (Johnson & 

Umphress, 2019)。因此, 如图 2 所示, 对于行为动

机侧重差异的细分将使我们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

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完整。 

研究方向 1：由于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动机侧

重点的差异, 区分亲领导不道德行为和亲团队不

道德行为的细分概念有重要意义, 行为动机中的

利益主体差异导致变量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均有

区别, 应分别深入研究。 

3.2  基于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本土化研究 

已有研究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验证了亲组织

不道德行为的理论模型(陈默, 梁建, 2017; 张永

军 等, 2017), 提出了如传统性等基于中国文化背

景的影响因素。然而,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亲组织

不道德行为研究还有深入的空间。除了考虑传统 

 

 
 

图 2  UPB 概念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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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外, 关注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

企业三类中国特有的企业性质划分, 以及不同企业

性质下的组织文化差异, 对中国文化背景下员工行

为的本土化研究也有重要意义(王晓辰 等, 2018)。 

组织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共享社会知识, 表现

为旨在塑造参与者偏好或行为的普遍规则, 规范

或价值(Tsui et al., 2006)。组织文化不仅指导员工

的行为决策, 也会激励员工将企业价值观内化为

自我行为的准则 (Tsui et al., 2006; Xin et al., 

2002)。以往的研究通过归纳和语境化的方法, 确

定了组织和谐、员工发展、客户导向、组织创新

和社会责任五个组织文化的维度, 形成了高度综

合文化、市场导向文化、中等综合文化和层级制

度文化四种组织文化类型(Tsui et al., 2006)。 

已经有研究尝试从所有制性质的角度研究中

国组织文化的差异, 例如私营企业被证实比国有

企业具 有更 强的组 织学 习文化 (Wang et al., 

2010)。然而, 所有制性质所体现出的组织文化差

异对组织的影响仍需更为深入的验证。在中国 , 

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文化类型和文

化强度的区别, 使得企业所有制形式成为代表中

国企业文化的概括指标, 成为解释中国文化背景

下企业员工行为决策的重要途径, 将对组织成员

的行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同时, 企业中也可能

存在和企业整体文化有差异的“亚文化”, “亚文

化”和企业整体文化的差异可能体现在企业和内

部团队的关系中, 从而对团队层面员工行为的研

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在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

本土化研究中, 企业所有制性质将对已有的理论

模型产生重要调节作用, 调节前因变量对亲组织

不道德行为的影响强度, 甚至改变影响的方向。

本文认为, 从企业所有制形式的角度理解亲组织

不道德行为, 是值得深入的研究尝试。 

研究方向 2：中国文化背景下, 企业的不同所

有制性质代表不同的组织文化, 将对亲组织不道

德行为的理论模型产生重要的调节作用。 

3.3  角色压力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 直觉判断视角下的亲组织不道

德行为研究关注压力带来的影响。然而, 目前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来自组织的压力和来自领导的压

力两方面, 而缺乏对来自行为个体自身的压力的

考察。由此, 探究来自行为个体的压力因素可能

成为未来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研究的方向。 

在来自个体的压力因素中 , 角色压力 (role 

stress)被认为是影响组织中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

(Örtqvist & Wincent, 2006)。角色理论认为, 个体

在社会中扮演着相应的角色, 每一个角色都承载

着社会对于角色者行为的期望, 这些期望形成了

对个体“扮演”角色的行为要求和约束(Rizzo et al., 

1970)。当来自角色的期望无法被实现时, 个体就

会感受到来自角色的压力 , 包括角色冲突 (role 

conflict)、角色模糊 (role ambiguity)和角色超载

(role overload)三种具体的压力源。角色冲突指的

是当个体承担多个角色、面对多重期望时, 不同

的角色期望之间会产生冲突 , 无法被同时满足

(Levinson et al., 1965); 角色模糊产生于个体无法

识别自身角色的期望是什么, 以及不清楚应采取

哪些行动满足角色期望的情形 (Levinson et al., 

1965); 角色超载指的是个体感到自身的时间和资

源不足以达到履行角色承诺、实现角色期待的程

度(Peterson et al., 1995)。上述三种情形都将使个

体感知到角色压力, 从而引发负面情绪。 

与来自组织、来自领导的工作压力类似, 我

们推断, 由角色压力引发的负面情绪也将作用于

个体的潜意识, 影响个体的直觉判断。研究发现, 

角色压力会消耗个体的情绪能量, 引发个体的不

安情绪(Peterson et al., 1995), 甚至造成情绪崩溃

(Posig & Kickul, 2003)。而由压力带来的负面情绪

又被证实会促使组织个体参与不道德行为, 如攻

击性行为、盗窃等(Chen & Spector, 1992)。由此可

知, 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 个体缓解情绪负担的

潜意识可能被强化, 从而在直觉判断中无意识地

选择有助于对抗角色压力的行为, 可能性之一就

是选择不符合道德规范, 但是能够实现角色期待

的行为。因为角色压力的存在意味着可能在道德

规范的约束框架内, 个体难以找到可以实现角色

期待的可行路径, 所以才会无意识地突破道德规

范的约束。考虑到组织内的角色期待与组织利益

通常具有一致性, 因而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可能会

成为个体在面对角色压力时的无意识选择。由此,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 3：角色压力可能通过个体负面情

绪对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4  结束语 

本文在分析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对亲组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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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行为的概念进行界定; 从理性决策和直觉判

断两个视角对当前亲组织不道德的解释模型进行

综述; 并依据当前研究现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

展望。限于文献数量的原因, 在综述影响因素时, 

没有依照“亲组织不道德行为”、“亲领导不道行

为”和“亲团队不道德行为”这三类概念进行分别

划分; 部分仅个别文献涉及的调节变量没有完全

涵盖, 希望通过之后的研究继续补足。亲组织不

道德行为作为组织行为研究中新兴的研究领域 , 

对组织行为研究的理论丰富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

研究的逐渐深入, 相信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研究

成果将为组织管理实践创造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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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ory mechanism and theoretical model of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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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 defines the unethical behaviors of the 

organization's employees to protect the organization's interests. UPB is difficult to be identified in the 

organization, but it may bring negative effects to the organization. Due to the pro-organizational and 

immoral nature, the research of UPB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origin and definition of UPB.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of "unethical behavior" to theoretically summarize the progress. This progress is made in the research 

on the cause of UPB from the explanatory mechanisms of rational decision and intuitive judgment to form a 

theoretical model. On such a basi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the study of Unethical 

Pro-leader Behavior (UPLB) and Unethical Pro-group Behavior (UPGB);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rporate 

ownership on UPB in China; and the impact of role stress on UPB. 

Key words: 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PB), social identity, social exchange, intuitive judgment, 

corporate ownership, role stress 


